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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能够很好地兼二者于一身的，郑观应是非常突出的
代表。郑观应的生活与事业和上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他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洋行学徒，一路扶摇直上，成为商界名流与
著名思想家。他不但是洋务企业重要的管理人才，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还赢得了士林广泛赞誉，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郑
观应为什么能够同时获得实业和思想两个方面的成功? 上海为郑观应的成功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条件? 本文以此为中心

展开论述。
［关键词］郑观应; 上海; 实业家; 思想家
［中图分类号］ K295． 1; K820．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 2011) 04—0021—05

［作者简介］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曾担任
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
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
从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赢得了士林广泛赞誉和朝廷
的高度重视，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但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后人。此种
影响力只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庶几近之。两部书论述重点不一样，问世年代有先后，但都有一
个共同特点，即议题广泛而切合实际。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前者创办实业以兴利源，代表人
物有徐润、唐廷枢、盛宣怀等; 后者关心时务、以时论名世，代表人物有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但是，
身兼实业家、思想家于一身的人却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实业家重商重利，追求利润，一般很少再有
精力往思想方面发展; 思想家注重思辨，特别是身处时代变局中的思想家，常以变革国家和民族自

强为己任，一般较难涉足商业。两者取向不同，对人的素质要求不同。但是郑观应却是身兼实业家
与思想家于一身的突出代表，他既有实业家的嗅觉和商务能力，又具备思想家突出的思辨能力和敏

感性。
实业方面，郑观应经历了从洋行学徒、买办到洋务派企业家的过程，成为晚清商界著名的职业

经理人，被后人称为“千手观音”。郑观应 17 岁时，即咸丰八年( 1858 年) ，应香山童子试未中，奉父
命远游上海，投奔叔父廷江，进入上海新德洋行，走上了弃学从商之路。次年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
宝顺洋行①做杂务工，时间不长便得到了买办头衔，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后来又出任宝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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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又称颠地洋行，前身为大卫荪洋行( Davidson ＆ Co． ) ，1824年由英国人托马斯·颠地接办后改名为颠地洋行( Dent
＆ Co． ) ，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在上海获得了大发展，比尔( T． C． Beale) 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后洋行曾改称为颠地比
尔洋行 ( Dent，Beale ＆ Co． ) ，1857年比尔过世后又恢复成为颠地洋行( Dent ＆ Co． ) 。1867 年该行总行迁至上海，次年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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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公司经理。1873 年，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①创办，次年被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签订了
3 年雇佣合同，地位相当于总买办，首轮合同期满又续签 5 年合同。从事买办行业期间，郑观应的商
业才能得到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的欣赏，并开始有邀请他为洋务企业工作的意向。1878 年
起的几年时间内，李鸿章先后邀请他“赴津襄办堤工赈务”、襄助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②、担任上海机
器织布局会办、办理上海电报局局务、委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等。1881 年，李鸿章、盛宣怀、唐廷枢、
徐润等人有意让郑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专任招商局，次年 2 月郑与太古轮船公司雇佣合同期满不再
续约，3 月正式接受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帮办的委任，并兼任上海织布局，辞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3
年 10 月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在经历了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后，郑观应又出山
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兼任粤汉铁路总董等洋务企业要职。除了在
企业担任要职外，郑观应还积极通过附股、购买房地产等形式兴办实业，积累了大量资本，堪称晚清
实业奇才。
思想方面，郑观应在商务繁忙之余，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自觉、系统和深入地学习西学，并结合

自己在洋行以及洋务企业工作的经验建言献策、著书立说，逐渐成为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思想家、
政论家。进入宝顺洋行后，郑观应便参加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学习期间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
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酝酿写作《救时揭要》的某些篇章。③1870 年起，开始写作《易言》，
1880 年编定刊行。该书中心思想是“自强”，也是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的具体论
述，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王韬评价“此书盖救时之药石”，“功不在孟子、
昌黎下”。④1893 年底定稿出版的《盛世危言》，是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代表作，此后
郑观应多次修订，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方案。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
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孙家鼐、邓华熙等将该书数次推荐给光绪皇帝，深
得光绪帝赞赏，并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影响后世，康有为、孙中
山、毛泽东等都曾受此书启发。张之洞曾评点: “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
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 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⑤

郑观应能够在实业和思想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郑观应选择上海开始他的商业历程，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最正确的选择。1843 年上海

开埠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取代了此前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并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

市，资本市场发展和城市发展方兴未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尽管挟条约特权而来，但毫无疑问为近

代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1850 年代末，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江浙一带繁华地区受到
严重破坏，江南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向相对安全的上海及其租界，客观上为上海的商业繁荣发挥了

积极作用。此种背景之下，各类商业及相关人员成为了上海急需吸纳的人力资源，特别是随着大量
外资洋行业务的全面和深入展开，能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务人士，即买办，成为了上海滩上炙手

可热的群体。郑观应来到上海发展正可谓恰逢其时，他年轻有闯劲，有家族渊源，比较顺利地先后
进入新德洋行、宝顺洋行，不到 20 岁便取得洋行买办的头衔。可以说，在个人事业的发展方面，郑
观应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而上海这样一个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将会为他提供一片广阔的职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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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太古洋行前身是英国约克郡人约翰·斯威尔( John Swire，1793 － 1847) 1816年在英国利物浦创立的一家小型贸易公
司，19世纪中期来华开展业务，起初以推销英国纺织品和采购中国茶、丝为主要业务，1872年于伦敦注册设立了上海太古轮
船公司( 又称中国航业公司 The China Navigation Co． Ltd． ) 后，该行营业重心从进出口贸易转为航运，先后与美商旗昌轮船
公司、中国轮船招商局进行了激烈竞争，并数次与中国轮船招商局、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订立垄断协议，瓜分中国航运业务，
20世纪初业务能力达到顶峰，实力常居首位。1954 年，该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结束。

③ 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6、89、22 － 25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65 － 168页。
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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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施展商业才能的空间与平台。
同时，上海作为中国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中心，是西方文化的展示窗口和传播中心。与

外资洋行一样，一大批外国文化机构，包括出版社、译书机构、报社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发展的
前进基地或总部。上海也是中外文化人汇聚的理想之地。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
花之安、韦廉臣都不约而同把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从事相关文化工作的主要阵地，传播圣经教义，
创办医院、学校或社团，举办报刊杂志，翻译著书。这为郑观应学习和了解西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
来源。
上海汇聚了一大批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如王韬、张焕纶、钟天纬等，他们在上海或翻译、或著书，

积极传播西学，鼓吹维新思想，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改良思潮。王韬担任格致书院院长期间，该校所
教授科目及平时考试和练习，大多与维新改良和推崇西学有直接的关系，格致书院事实上也就成为

了改良思想讨论班，郑观应积极与他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书院也为他完善和深化自己的政

论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其次，上海香山买办群体的熏陶作用。开埠以后，上海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香山买办群体，除

了郑观应叔父廷江担任新德洋行买办外，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如徐润、徐钰亭、曾寄圃、容闳、唐廷
枢，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上海宝顺、礼和、琼记、旗昌等洋行的买办大多数也是香山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香山人在上海担任了重要的官职，如上海知县叶廷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郑藻
如等，这些人后来都和郑观应有着非常深厚的私交。除了香山人在上海拥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
外，其他广东人，特别是粤东一带的买办和官员也在上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唐廷枢、徐润、
叶廷眷为首成立的广肇公所在上海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郑观应作为一个香山人，自然受到这
个群体非常大的影响，他不但成为广肇公所的一员，后来也成为了广东商人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人

物。这一群体对郑观应有重要帮助和熏陶作用，郑观应早期买办生涯及一些投资活动便得到了徐
钰亭、曾寄圃、徐润、唐廷枢等人的帮助，使他来上海后很快就得到了买办的头衔，并且还进行了类
似附股公正轮船公司等卓有成效的投资活动。与他们的交往，对于郑观应了解西方，了解西方人，
了解近代企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再次，郑观应具有天赋的经商头脑、管理才能，外加勤奋好学，换言之，郑观应同时具备了天分、

机遇和勤奋。基于此，郑观应在并不长的时间内便由一个洋行的普通工役人员，逐步升任洋行买
办、总买办和重要的洋务企业家，在不断的实践和职业上升中，他的思想世界与视野也愈加开阔。
郑观应无论是在洋行、洋务企业工作，还是学习、思考与著书，都兢兢业业，取得很大的成绩。除了
在商业领域的追求外，郑观应还专注于思考国家之命运与前途。在宝顺洋行担任买办后不久，他就
进入英华书馆学习英文，开始深入思考西方政治、实业方面的问题，①并努力将工作学习过程中取得
的经验进行总结，进而化为自己的言论。例如到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就职不久，即上书李鸿章“条
陈轮船招商局利弊”，就轮船揽载事宜总结了十六条意见。郑观应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据不
完全统计，仅其代表作《盛世危言》前后修订、补编出版就达 24 次。郑观应还是一个有心人，善于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记录以备后查，他无论到何地访查都会做详细的笔记，《长江日记》、《西行日
记》、《赴梧日记》等都是他善于观察与思考的成果。
郑观应第一阶段在上海的 26 年，正是晚清洋务企业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段相比于仅仅创办

以适应战争和军事需要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学堂的尝试的 60 年代，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兴办近代军工
企业所需的巨大资金在时局艰难的形势之下根本无法筹措，更不用说通过实现军事技术层面的自

强以达到对外抵抗侵略的目的，他们终于将目光聚焦到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方针上来，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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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禀商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版，第 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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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公局①为代表的民用企业的成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转型逐渐拉开帷幕。不过，尽管洋务派
官员投入很大精力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运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连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都异常艰

难，新组建的轮船招商公局在成立之初即陷入困境，更不要说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分得一杯羹了。此
种局面之下，如何让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能够更好地与外人争利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企业改革的现实需求成为了共识。对于这方面的思考，集中体现在郑观应的“商战”理论上，即
“学商战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②郑观应维新思想体系的成熟实际上肇始
于此。
郑观应与上海有不解之缘，其事业起步自上海开始，其一生实业领域和思想领域成就之基础及

日后的显达均与上海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广东香山人郑观应为什么能够在上海取得成功，而不
是在其他地方? 我们不禁要问是郑观应选择了上海，还是上海选择了郑观应?

郑观应享年 79 岁，其中在上海工作生活凡 40 年，生命中一半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特别是
他从 1858 年起来到上海到洋行工作，直至他 1884 年赴粤，26 年间，他先后完成了从洋行学徒、买办
到洋务派企业家和民族资本家的身份转化，而且通过在商业领域的实践与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维新思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商战”论也形成于这个时期。
郑观应能够在上海成就一番事业，与他在上海有着良好的人脉网络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先天

具有的人脉网络而言，其本人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中就有郑廷江、曾寄圃、唐廷枢、徐钰亭、徐润等，
郑到上海谋生，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出了力气。而郑观应到上海以后形成的新的人脉网络，显然比此
前拥有的网络更为广阔，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有: 麦奎因、郭甘章、经元善、盛康、盛宣怀、李鸿章等，
特别是李鸿章和盛宣怀对于郑非常信任和推崇，为他今后在洋务企业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最重要的

支持。除此之外，郑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期间，还与左宗棠、张之洞、彭玉麟、邓华熙、王之春等洋务
派官僚和地方大员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欣赏与信任。正是由于这些人脉关系，郑观应得以成
为洋行的大买办、洋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最终成为洋务派企业家中的重要人物。
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命运

的眷顾，天赋和勤奋，对于很多人而言，仅仅是通向事业成功的基本要素。郑观应在天赋和勤奋之
外所拥有的机遇，大多数是与上海有直接关联的。《盛世危言》刊行得到光绪皇帝高度认可的 1894
年，郑观应 53 岁，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高峰。回顾郑观应自 17 岁离
开家乡香山来到上海以后的二十多年，上海至少给他带来四次重要的人生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他到上海之初获得的，即通过其叔父廷江以及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的关系，

先后进入新德洋行、宝顺洋行工作，在天津考察商务之后又很快被宝顺洋行委托管理丝楼兼管轮船
揽载事项，同时得到买办头衔。彼时，20 岁不到的郑观应，便已成为买办，实属不易，这一方面有他
的天赋和工作上的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亲友给他的眷顾，毫无疑问这是家族关系给他带来的机

遇。
第二次机遇，是 1873 年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的创办。1868 年宝顺洋行停业前后，郑观应先后在

公正轮船公司、和生祥茶栈通事、荣泰驳船公司任职，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扬州盐务总理，甚至还加
入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些股份。这几年中，郑观应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些短期的行为，甚至有些仅
仅只是一个投资人的身份而并不参与到公司运作，而且事实上他已经离开了洋行，也并不再是洋行

的买办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为郑观应再次进入洋行担任买办带来了新的机遇，他此前在宝
顺洋行的朋友麦奎因( MacQueen) 在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船主后，力邀郑观应到公司总理一切，郑
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积极参与公司的创办，次年即被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签订了 3 年雇
佣合同，权力相当于总买办。也就是说，郑观应在上海碰到的第二次机遇是他在宝顺洋行工作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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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官督商办后改为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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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私交所引发的，这次机遇使他成为了上海滩上真正的大买办。
第三次机遇是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赏识。郑观应交游甚广，逐渐与盛宣怀、盛康、李鸿章、张之

洞等洋务派大官僚取得了联络，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富有见地的政论得到了赏识和信任。以李
鸿章、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逐渐明确了拉郑为其所用的想法，并积极付诸实施，最终促使郑离开
太古专事轮局，1883 年底李鸿章又坚持擢升其为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郑又先后担任过开平煤
矿粤局总办、再度担任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兼任粤汉铁路总董等洋务企业要职，而且两度重
返轮船招商局。从郑观应在洋务企业的任职情况看，郑所受到洋务派的器重，无疑是郑平日所表现
出的才能得到信任与赏识之后为其带来的新的机遇。
第四次机遇，是《盛世危言》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高度认可。郑观应利用自己赋闲澳门的几年时

间，将自己在上海 26 年工作学习之余的所思所想写就了《盛世危言》，该书刊行后由孙家鼐、邓华熙
推荐给光绪皇帝，之后又钦命分发高级官员阅读。这不但为郑观应在整个晚清官场的名气带来了
极大提升，也更为他在当时的思想界树立了一种权威。归根到底，这次机遇是郑在上海期间丰富的
工作与学习经历造就的，如果没有他在上海的经验积累就没有《盛世危言》，也更没有光绪皇帝的认
可。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得到光绪皇帝赞赏，个人声望达到了一生之顶峰。实事求是地说，此后郑

尽管也先后担任了一些洋务企业的要职，而且《盛世危言》一版再版，但是他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
在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不如 1883 年首度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及 1894 年《盛世危言》初
次刊行所达到的事业高峰，这固然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高层的派系斗争有关，另一方面步

入晚年的郑观应毕竟在精力方面远不及从前。
由此可见，上海对于郑观应来说毫无疑问是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福地。同时，郑观应在 1909

年 8 月第三度进入招商局任职，直到 1921 年 6 月 14 日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12 年中
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工作居住在上海，从这个方面来说上海之于郑观应也是人生最终归宿之地。

( 责任编辑: 于 行)

论郑观应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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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an Shikai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of Jinan City ZHANG Huaˉteng

Yuan Shika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Jinan in late Qing dynasty． While serving
as the governor of Shandong province，h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steps of Shandong． What’s more，he made Jinan a self － opened commercial port and supported its con-
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n many aspects．

Capital Flow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Late 1940s
ZHANG Xiuˉli

Shanghai didn’t regain prosperity as expected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in 1945．
A series of economic control measures，vicious inflation，dumping of American goods and many other fac-
tors led to the flow of capital funds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The KMT government in Nanjing en-
forced various measures to stop the capital flow，but failed in its attempt． The capital and practical experi-
ence from Shanghai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dustry．

Zheng Guanying and Shanghai SHAO Jian
In the mid and late 19th century，there were lots of industrialists and thinkers in China． Zheng Gua-

nying w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both industrialists and thinkers．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aging the Foreign Affairs Enterprise，and his book Prosperous Prophecy was applau-
ded by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discusses why Zheng was successful on
both aspects and what opportunities Shanghai had offered to him．

On the Bronze Statue of Li Pingshu HUANG Jianˉmei

Statues in a city，especially commemorative ones，are a cultural carrier of its connotation． The
bronze statue of Li Pingshu was a commemorative statue of this kind，behind which there was a rich histo-
ry of city development．

Study on the Features of Witchcraft in Han Dynasty and Wei － Jin Periods ZHAO Rongˉjun

After the witchcraft lost its political position since the Zhou dynasty，it has been exerting a wide in-
fluence among common folk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basic features of witchcraft in Han dy-
nasty and Wei － Jin periods as well as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witchcraft at that time．

Discussion on Tangtaizong’s sea warfare strategy in the War of Gaogouli and How sea power af-
fected the War of Gaogouli ZHANG Xiaoˉ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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